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 30 周年

赵秋运，王    勇
（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 100781）

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了年均近 10% 的高速增

长，这是中国发展中了不起的成就和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

升，这些现象的重要性越发凸显。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并强调应该以理论创新繁荣哲学社会

科学。作为国际上第三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首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即为这种自主理论创新的

尝试。文章旨在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追溯，并对新结构经济学当前理论与实践的主

要进展作基本介绍。首先，文章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孕育与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详细解

读与理论溯源，系统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其次，文章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

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两波思潮的区别，以及数次相关的学术争论。再次，

文章重点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

的自主理论创新，而且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具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与观点。

最后，文章讨论了新结构经济学“知成一体，以成证知”的理念，介绍其在政策实践上具体的新框架

与新主张。总之，文章能够帮助理论界加深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为今后关于新结构经济

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背景，也为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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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出了应该以理

论创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指示。在这个座谈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作为代表发

言。他重点以经济学为例，提出中国的学者应该逐渐从单纯的“西天取经”式的研究转换到理论

自主创新的建议，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肯定。由林毅夫教授首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即为这种

自主理论创新的尝试。新结构经济学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

现代研究方法，在全面总结中国本土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更加全

面系统地突出“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重点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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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差异性与动态性，总结与弥补现有经济学理论基于主要发达国家经验

所形成的缺陷与不足，旨在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现代经济学。目前，新结构经济学已经逐渐成为引

领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国际学术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由现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首创。林毅夫 1952 年

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1982 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

士学位。随后，在耶鲁大学完成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并于 1987 年毅然回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

一位从欧美名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便立即返回祖国大陆工作的经济学家。①1994 年，林毅夫

教 授 与 几 位 志 同 道 合 者 正 式 创 办 北 京 大 学 中 国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 CCER），②并担任创始主任。2008 年，林毅夫教授受聘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

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要职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2008 年

10 月，在 CCER 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简称 NSD）成立，林毅夫教授担任名誉院长。2012 年林毅夫教授从世界银行卸任，重返

北京大学，致力于总结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倡导和推动发展经济学

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2015 年 12 月，作为创始主任，林毅夫教授创立了北京

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简称 CNSE），

并于 2017 年 12 月升格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isty，简称 INSE），以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运用与推广，倡导“唯成乃真知”的

“知成一体”的学风。2016 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简

称南南学院）成立，林毅夫教授担任院长，致力于培养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的专业人才。③

2017 年是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 30 周年。从教 30 年来，林毅夫教授以“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论和

“知成一体”的治学理念进行经济学研究，同时也一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言献策。近年来，林

毅夫教授更是频繁地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关于经济发展的国际政策咨询。④

值此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 30 周年之际，作为林先生的弟子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

希望重点结合林先生的学术发展经历，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学术主张的形成过程进行一次比

较全面的整理，同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当前进展也做一个整体性的介绍。⑤

为了完整地阐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孕育与发展的全过程，我们根据林毅夫教授个人在不

同时期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以及实践活动，将其分为五个阶段：早期萌芽阶段（1979−1982 年）、

初步成型阶段（1983−1993 年）、系统阐述阶段（1994−2007 年）、深化提升阶段（2008−2012 年）以

及拓展运用阶段（2013 年至今）。详见表 1 和图 1。

林毅夫于 1979 年 9 月起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学位论

文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的表现形式》。在这一阶段，林毅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回国后，林毅夫教授一方面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继续从事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与

改革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担任副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培养经济学人才。

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第一个所有教职人员全部毕业于海外名校的现代经济学教学、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机构。

③ 同时，林毅夫教授在国内外的主要社会兼职达 18 项之多（包括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第

十、第十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世界银行顾问等）。

④ 林毅夫教授被法国奥佛涅大学（Université d’Auvergne）、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福坦莫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比

利时鲁汶大学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 10 所高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膺选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发展中世界研究院院士（原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士）。

⑤ 本文最早成文于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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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即早期萌芽阶段）。1980 年 11 月巧遇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并应其邀请  

在 1982 年 3 月提前于北京大学毕业，后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82 年 4 月至

1986 年 6 月），博士论文为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n institutional change”（中文译为：《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

表 1    林毅夫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

阶段 时间 时期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成果

早期萌

芽阶段
1979−1982 年

北京大学攻读硕

士研究生期间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学、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的

表现形式》（1982）

初步成

型阶段
1983−1993 年

从赴美留学到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工作期间

农业经济问题、制度

变迁、重新解释“李

约瑟之谜”、反思经

济发展战略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n  institutional
change（1986）；《论制度与制度变迁》（1988）；《论中国通货膨胀

及出路》（1989）；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1989）；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1990）；Prohibition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1991）；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e  growth  in
China（1992）；①《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2）；②The
needham puzzle：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 n  C h i n a （ 1 9 9 5 ） ； 《 中 国 农 业 科 研 优 先 序 》 （ 1 9 9 6 ） ； ③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1999）④

系统阐

述阶段
1994−2007 年

创建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并担任主

任期间

对 经 济 发 展 战 略 的

独创性研究、自生能

力、潮涌现象、最优

金融结构理论、反思

发 展 中 国 家 宏 观 经

济理论、经济学研究

方法的创新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⑤《充分信息与国

有企业改革》（1997）；⑥《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D·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2001）；《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

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2002）；《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

（修订版：本体与常无）》（2005，2012）；《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

战略与自生能力》（马歇尔讲座）（2007，2009）；《潮涌现象与发

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2007）

深化提

升阶段
2008−2012 年

担任世界银行副

行长兼首席经济

学家期间

提 出 并 系 统 论 述 新

结构经济学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库兹涅茨讲

座）（2011）；《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2012）；⑦《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

的思考和见解》（2012）；《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2013）

拓展运

用阶段
2013 年至今

重 返 北 大 ， 筹 建

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中心）至今

GIFF模型框架、产

业政策甄别、有效市

场与有为政府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

（2016）；Endowment  structures，industrial  dynamics，and
economic growth（2015）；《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2016）；《战

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2017）；  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201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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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0 年获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 颁发的经典引文奖，并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1993 年度最佳政策论文

奖（每年一位）；也成为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从而获得出版 SCI 和 SSCI 的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的“经典论文奖”。

② 获 1992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③ 获 1996 年北京市第五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

④ 获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1999 年度最佳论文奖，并获澳大利亚农

业与资源经济学会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全球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授奖）。

⑤ 获 1996 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科研著作奖一等奖。

⑥ 获 1998 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著作二等奖。

⑦ 2012 年获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2014 年获国家出版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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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责任制：一个制度变迁原因与效应的研究》）。1986 年 9 月至 1987 年 6 月，林毅夫在美国耶

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 年 9 月至 1993 年 9 月，林毅夫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农村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从林毅夫赴美学成归国到在北

京大学创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段时间，为新结构经济学主要思路的前身−比较优势战略的

初步成型阶段。在这一阶段，林毅夫主要关注中国的农业问题，形成对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制度变迁）的基本观点，重新阐释“李约瑟之谜”，并逐步形成关于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和经

济体制研究的雏形。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主要有：“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 i 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n institutional change”（1986）、“论

制度与制度变迁”（1988）、“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

（ 1989，中文译为：《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1990，中文译为：《集体化与中国 1959 至 1961 年

的农业危机》）、“Prohibition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

（1991，中文译为：《中国农业在要素市场受到禁止下的技术选择》）、“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1992，中文译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

（1992）、“The needham puzzle：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1995，中文译

为 ： 《 李 约 瑟 之 谜 ： 工 业 革 命 为 什 么 没 有 发 生 在 中 国 》 ） 、 《 中 国 农 业 科 研 优 先 序 》 （ 1996） 、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1999，中文译为：《技术变迁和农业家庭收入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这些学术成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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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发展战略独创性的研究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反思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

理论 （自生能力、潮涌现象）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提出并系统阐论述结构经济学理论
 

“知成一体”地构建新结构经济学大厦

 

D•盖尔•约翰逊 

西奥多•舒尔茨 

张友仁 

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践  
论制度与制度变迁；论中国通货膨胀及出路 

 

 
集体化与中国1959至1961年的农业危机  
中国农业在要素市场受到禁止下的技术选择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  
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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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今

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2008—2012年

图 1    林毅夫教授经济理论发展脉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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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研究了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同时，林毅夫（1989）通过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思考，开始反

思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这主要体现于其论著《论中国通货膨胀及出路》之中。

从 1994 年 8 月创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 2008 年 5 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

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段时间，林毅夫教授主要提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思

路的前身），并进行系统阐释，这一阶段也是新结构经济学雏形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林毅夫

教授进一步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并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独创性研究，提出了“自生

能力”（Viability）、“潮涌现象”（Wave Phenomena）、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等重要概念与学术主张。主

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

（1997）、《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2001）、①《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

思》（2002）、《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修订版：本体与常无）》（2005，2012）、《经济发展与转

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2007，2009），②以及《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

建 》 （ 2007） 等 。 其 中 ， 《 中 国 的 奇 迹 ： 发 展 战 略 与 经 济 改 革 》 形 成 了 新 结 构 经 济 学 的 雏 形 ， 而

2001 年 D•盖尔•约翰逊讲座是林毅夫教授对其多年经济理论的阶段总结。尤其是 2007 年的马

歇尔讲座，林毅夫教授将其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进一步加以国际化拓展，进行了更加系统的

整理和总结。

从 2008 年 5 月至 2012 年 12 月，林毅夫教授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

一阶段是其经济理论的深化提升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林毅夫教授首次明确提出新结构经济

学，标志性事件是 2011 年林毅夫教授在耶鲁大学所做的“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讲座”。该讲

座的主要内容后来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发表于 2012 年的《世

界银行观察》杂志。林毅夫教授在该阶段的其他学术成果还包括《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

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2012）和《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2013）等。

从 2013 年至今，这一时期为林毅夫教授经济理论的拓展运用阶段。在这一阶段，林毅夫教

授建构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北京大学建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2015 年）、南南

合作与发展学院（2016 年）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2017 年），全面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知成

一体”与全方位多角度地拓展深化和阐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并且致力于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运用在国内外的政策实践中，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

作新理念》（2016）、“Endowment structures，industrial dynamics，and economic growth”（2015）、《新结

构经济学新在何处》（2016）、“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2017）以及《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

创造经济奇迹》（2017）等（见表 1 和图 1）。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将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孕育与

发展过程划分为早期萌芽、初步成型、系统阐释、深化提升以及拓展运用五个不同阶段，并对相

关的研究成果及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概述；第二部分按照这五个阶段的顺序对新结构经济

学做详细的理论溯源，以期阐述清楚新结构经济学的来龙去脉；第三部分阐述新结构经济学作

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两波主要发展思潮的区别，以及相关的学术

争论；第四部分着重介绍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种基于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和总结其他

发展中国家经验的自主理论创新，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一些具体重要问题上的不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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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文是作者 2001 年 5 月 14 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做的“D•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的讲稿。

② 2007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林毅夫教授应邀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做了 2007−2008 年度讲演，该文是在此次讲演的

讲稿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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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视角与观点；第五部分讨论新结构经济学践行“知成一体，以成证知”的理念，并介绍其在政策

实践上的具体新框架与新主张；第六部分是总结。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

（一）早期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林毅夫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并深受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影响。其在北京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题为《社会主

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的表现形式》，指导老师为张友仁教授。林毅夫

教授（2018）曾撰文提及：“他（张友仁教授）教导了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

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新结构经济学从一个

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和产业的内生选择，

并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思路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的历史唯物主义。”①在这一时期，林毅夫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金融市场

（林毅夫，1984），研究发现金融市场中的交换也遵守等价交换和价值规律，即在交换中左右两边

的商品所凝结的抽象劳动数量也应该相等；而且这种交换是在不同时间内相同价值量的交换，

但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金融市场中的价值规律要求在交换中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量。②

后来，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也正是基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发展实践经验，以国际通行的新古典经

济学研究方法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内核提供了新的范式突破口。③

（二）初步成型阶段

在该阶段，林毅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方面，主要是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方法研

究中国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技术变迁、农业现代化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对中国农村经济发

展的影响，④同时关注制度变迁和重新解释“李约瑟之谜”。关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研究雏形

也初见端倪。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为“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n institutional change”（中文译为：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制度变迁原因与效应的研究》），这应该是林毅夫

经济学研究的发轫之作。他毕业后延续了农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Lin，1987；Lin，1988）。至今，国

内外经济学界许多人仍称呼林毅夫教授为农业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研究农业经济学是具有一

定时代背景的。1980 年代初期，中国开始由集体生产队逐步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国农

村经济发展较快，而且获得连年丰收。但是，当时以 Ward（1958）、Domar（1966）以及 Sen（1966）为

代表的既有文献认为集体经济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较高，且资源配置也是有效的。然而，上述主

流文献很难解释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农业的增产、农民的增收。林毅夫的博士论文则通过

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农场为最佳的农业生产组织，主要源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劳

动投入难以监督，而且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的农业增产之中约有 1/2 归结于家庭联产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引自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林毅夫：《论正常利息与价值规律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金融研究》，1984 年第 11 期。

③ 参见付才辉：《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综述、架构与展望》，《制度经济学研究》，2015 年第 4 期。

④ 根据陈昕（2015）的回忆，1991 年林毅夫曾向其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彼时其主要精力已放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由

此可见，这一阶段林毅夫的研究关注点已经由中国农业发展向中国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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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上述研究成果为人们从深层次理解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发轫点的农村制度改革与变迁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制

定提供了比较系统严谨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经验证据，被舒尔茨教授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

之作。基于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林毅夫于 1992 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第 82 卷第 1 期上发表了论

文“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rual growth in China”，该文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

政策研究中心 1993 年度最佳论文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快速增长，从集体农场向家庭农场的改革伴随着农业的增

产。但是，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虽然农业生产在期

初有所增加，但在 1959−1961 年却出现了导致 3 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这种现象在

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经出现过。

为了解释这个重要现象，林毅夫（1990）的论文“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证明，在农业生产劳动存在监督困难的条件下，农业

合作化运动的推行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

须拥有退出权。当其他社员偷懒（不自我约束）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

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热

衷于合作化运动的人误认为退社的勤劳社员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从而把社员退出的权

利给剥夺了。这样一来，当某些社员偷懒时，那些勤劳的社员无法行使退出权以自保，所以就会

跟着偷懒，最终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全面大幅下滑（Lin，1990a）。该文于 1990 年在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发表。后来，鉴于此篇论文的影响力，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曾在 1993 年第 17 卷出版专辑（一期共 6 篇论文）专门讨论退出权假说和导致农业合

作化运动的失败原因（Lin，1993）。后来，林毅夫进一步解释了 1959−1961 年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

的饥荒为何集中于农村（Lin，1998；Lin 和 James，2003）。他研究发现，这主要源于 1953 年中国所

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支持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的赶超战略，政府以统购

统销的方式将农村剩余转移至城市，以支持工业化运动和保证城市居民的农产品供给。在粮食

大幅减产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保证城市居民的农产品配给而导致农村缺粮

更加严重，因此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发生在农村而非城市。后来，林毅夫与杨涛（2000）针对

Sen（1996）所提出的食物获取权与饥荒之间关系的影响假说进行研究，①在 Economic Journal 上发

表了题为“Food availability，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的论文。这是第一篇以

严谨的实证检验来验证食物获取权对饥荒影响的论文。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林毅夫教授就农业现代化问题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12 篇论

文，主要研究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性对农业技术的影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

想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应该建立由国家财政所支持的分权化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体系（Lin 等，

1989；Lin 等，1990；Lin，1990b；Lin，1991b；Lin，1991c；Lin，1991d；Lin，1991e；Lin，1992a；Lin，1992b；

Lin，1994；Lin，1995b；Lin 和 Wen，1995；Lin，1996）。林毅夫教授（1996）在对中国各省市及其区与

地市等一级农业科研机构调研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这一重要著作。这一著

作从总体上论证了农村要素市场、耕作制度、教育体制以及信贷制度对农业现代化技术推广的

影响机制。上述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国际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尤其是 1991 年

以“Prohibition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为题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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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n 为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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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上的文章。在该文章中，林毅夫（1991a）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

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否，以及要素相对丰富程度的变化皆会影响

要素相对价格和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进而也会诱致替代稀缺要素的技术变迁（Lin，1991a；

Lin，1999）。该篇论文还进一步以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文中所提出的命题假说。文章还进一步

拓展了 Hayami 和 Ruttan（1985）所提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动引起的诱致性

技术变迁假说，将其适用范围延伸至计划经济，乃至缺乏市场的农业社会。

1992 年林毅夫教授将自己多年来研究农业经济的论文汇集成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该著作中的 10 篇论文是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

经验分析，重点分析了农业技术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时，该著作被誉为研究中国经

济学问题的最具国际规范的学术成果，①并获 1993 年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另外，林毅夫教授

（1999）的论文“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获得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年度最佳论文

奖。后来，林毅夫教授于 2000 年出版了第二本农业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

与中国农业发展》，②该著作将制度和技术当作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是林

毅夫教授继 1992 年《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之后，又一部使用规范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

来探讨中国农业、农村与经济发展中制度和技术问题的专著，它将主流经济学方法、制度经济学

理论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密切结合，弥补了制度经济学缺乏实证分析的缺陷。

与此同时，林毅夫关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学术观点也已逐渐呈现。

他在 1988 年分析经济发展战略时曾指出，随着日元、新元等币种的升值，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

力成本会逐步上升，这样会促使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或地区，这

就为中国利用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为此，

中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国际机遇以促使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③

另外，林毅夫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始于 1986-1987 年其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

博士后期间。④当时国内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了让自己能更好地了解改革的原因，

林毅夫阅读了大量当时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既有文献，撰写了一篇题为“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的学术文章，并于 1989 年发表于 Cato Journal 的

卷首，中文稿则以《论制度与制度变迁》为题发表于《中国：改革与发展》1988 年第 4 期。这篇文

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国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此文将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引进国

内 ， 而 且 将 制 度 变 迁 区 分 为 两 类 ， 即 强 制 性 变 迁 （ Imposed Change） 与 诱 致 性 变 迁 （ Induced
Change），前者是指由政府采用行政权力和立法手段推动而直接产生的变迁，后者是指人们在追

求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自发产生的变迁。⑤制度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其中诱致性制度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参见陈昕：《林毅夫与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读书》，2015 年第 1 期。

② 该书获得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和 2002 年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

③ 参见林毅夫：《外向型战略的最佳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改革》，1988 年第 3 期；林毅夫：《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1988 年第 4 期。

④ 林毅夫教授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鼓励外国学生的博士论文写自己

祖国所发生的问题。鉴于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林毅夫的博士论文选题为“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n institutional change”（中文译为：《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制度变

迁原因与效应的研究》）。

⑤ 参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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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而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导致新制度的供给不足。这样，政

府在弥补制度供给不足方面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论贯穿于林毅夫教授后来的许多

论著、与学界的争论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受这篇文章的影响，North Holland 出版社

在组织出版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工具书系列之一“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时，①邀请

林毅夫教授与 Jeffrey Nugent 教授合写了一章“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新制度经

济学是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决定及其变迁的理论，而制度及其变迁是新结构经济学的

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决定及其变迁的许多论述虽然同属于新制度

经济学的范畴，但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还研究产业、技术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决定及其变迁的机制。

在这一阶段，林毅夫教授还重新诠释了“李约瑟之谜”。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四大文明古

国之一，而且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发展的成果卓绝，总体上领先于世界各国一千多年，

13 世纪就具备了工业革命的种种条件，而这些条件正是许多史学者所提到的促使英国在 18 世

纪中叶爆发工业革命的各种条件。但是，为何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且此后中国逐步落后

于西方国家？②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并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Needham，1969）。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进一步质疑：为何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

萌芽，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在中国得到深化？③

对于“李约瑟之谜”，林毅夫（2007b）研究发现技术发明方式的差异性是导致“李约瑟之谜”

出现的主要原因。首先，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是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为

主。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地理气候条件优越，能够养活的人口多，劳动者也相对较多，因此当

时中国出现技术发明的概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但是，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以研发人员在

实验室里所进行的可控实验为主，因此人口数量的重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其中，这种发明方

式的转变主要基于 15−16 世纪的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的产生则以先天对自然现象具有好奇心

的人掌握了后天学习得来的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能力为前提。当时，中国缺乏对具有强好奇心、

高智商人群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使得那些对自然现象具有先天好

奇心且具有高智商的人乐于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以进入统治阶层而获得高回

报，所以科学革命及其以后的工业革命也就难以在中国自发产生。对于韦伯的疑问，林毅夫教授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深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前现代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进而使

得中国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与规模经济也难以得到提高，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企业雇佣人数也

就难于增加，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并未真正深化。最后，林毅夫教授将这些观点整理成文，以

“The needham puzzle：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中文译为：《李约瑟之

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为题发表在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杂

志 1995 年第 43 卷第 2 期上。④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不仅通过建立一个技术发明模型来说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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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常只有在一个领域或专题上被认为是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才会得到邀请为 Handbook 写专章，这对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林毅夫

而言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② 关于“李约瑟之谜”解释的文章，其思考和写作可能是林毅夫教授所有文章中历时最长的。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就对中国历史与发展感

兴趣，并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谜题：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古代曾遥遥领先于世界诸国，但到了近现代却变得如此落后了呢？后来林毅

夫教授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③ 参见韦伯（Max Weber）：《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载于《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④ 虽然该论文发表在 1995 年，但该文的主要观点却形成于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博士毕业前的一次聚会上，舒尔

茨（Theodore W.Schultz）教授向林毅夫问及这个谜题时，林毅夫随口回答，是因为科技创新方式不同所致。舒尔茨教授觉得此观点甚有新意。

后来，林毅夫又多次谈及这个观点，然而，直到 1993 年秋天，林毅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授《中国经济发展》课程时才将上述观点整理成

文字。

•  12  •



变迁方式差异可以解释“李约瑟之谜”，并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中国未能成功地将技术变迁的方式

转变为依靠近代科学来加以指导的原因。2006 年，林毅夫教授在“世界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和亚

洲主要经济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讨会上发表关于“自宋以来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演

讲。①在该讲座中，林毅夫教授将其对“李约瑟之谜”问题的研究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加以

整合，第一次把对“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的解释与对“中国奇迹之谜”的解释逻辑一致地

整合在技术变迁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分析框架之中（林毅夫，1995a；Lin，2008）。 ②2017 年 10 月

27 日，林毅夫教授应邀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做第二届李约瑟年度纪念讲座，主题为“李约瑟

之谜和中国的复兴”。在这次讲座中，林毅夫教授进一步使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

分析和解答“李约瑟之谜”。

在这个阶段，尽管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但是他也在不断反思宏观经

济理论。当时，对于 1988 年出现的高通货膨胀，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本应该采取提高名义利

率的办法来进行治理，而当时的政府却以“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办法来治理整顿（这被现代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非理性的和无效的）。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促使林毅夫教授逐渐

开始尝试放弃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转而从现象本身出发

来提出理论。后来，林毅夫教授在自我总结时说，在 1988 年以前，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认为他自己在农业

经济学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因为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以中国的实证资料来验证主流经济学现

有的理论假说，或者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一点延伸性的工作。他甚至认为，这

一阶段即使说他自己有独创的见解，如退出权假说等，那也只是一些“零敲碎打”的观点。但自

从他真正理解了 1988 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林毅夫教授

开始扬弃凡事皆从现有西方主流理论出发的分析方法，在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与转型的诸多现象时，换之以“常无”的心态，先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

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为达成目标如何做出最优选择，即理

性分析的“本体”，再来分析与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林毅夫教授通过研究

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进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此，我们认为初步

成型阶段至关重要。从此以后，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视野逐步从中国农村扩展至中国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领域。

（三）系统阐述阶段

在这个阶段，林毅夫教授开始对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深层次问题进行独

创性研究，并在研究“中国奇迹”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

论。据林毅夫教授自己回忆，对 1988 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思考以及出访印度的经历使其彻底摒弃

了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③通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深入洞察和分析以及与各

种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林毅夫教授（1994）认识到：“导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以及非

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选择政府主导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绩效低下的根本

原因，是这些国家在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实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

战略。在此战略下，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为了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该研讨会是应 Maddison 教授亲自邀请参加其 80 岁生日而举办。对林毅夫教授而言，这是向世人阐释“李约瑟之谜”的绝佳机会。

② 该文的中文稿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 7 月第 44 卷第 4 期上，英文稿则发表在《中国经济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2008 年第 1 卷第 1 期上。

③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计划经济的成分并不比中国少，而且印度也有计委，且性质和工作方式与中国的计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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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这个战略，政府只能实行扭曲各种价格信号、资源计划配置、剥夺企业自主权甚至实行国有

化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①

在 1988 年秋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林毅夫对上述思路进行了系统阐释。②其后，林毅夫根据

上述思路，与蔡昉、李周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关合作研究，其中最终的成果之一就是 1994 年由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著作是林毅夫教授

学术生涯中一部具有开山立派意义的里程碑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教授与蔡昉、李周两位

合作者建立了从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切入点来分析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影响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分

析框架，核心就是后来林毅夫教授研究经济问题所遵循和坚持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概念及其分析逻辑。该著作首次系统地对其长期思考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

发展战略选择进行诠释，③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和发展战略的矛盾出发，详细剖析了中国传统经

济体制中“三位一体”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见图 2），④指出一个国家所选择的发展战略是否与该

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一致是决定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模式以及经济绩效的关键。这部著作试

图回答如下几个重要问题：赶超战略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之间的内在机制何为？为何改革

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缓慢，而改革开放之后则得以迅速发展？经济绩效与发展战略的关系

表现在哪些方面？何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会出现“治乱”

循环？解决“治乱”循环的改革路径是什么？中国经济转型、改革与发展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围绕上述问题，这本著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理论贡献：第一，第一次对“中国奇迹”做出

研判。在此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亚洲“四小龙”的“东亚奇迹”，而林毅夫等（1994）在认真研

究 1978 年以来的 20 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9.7% 的增长实绩以及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指出，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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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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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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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林毅夫、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5 页。其中， “三位一体”是指，在资本

稀缺的农业经济中，一旦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

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② 1988 年，中国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高层和经济学家纷纷讨论通货膨胀的起因、形成机理和治理对

策。林毅夫和蔡昉、李周一起参加“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的课题研究中，试图解释中国传统计划体制的形成逻辑、改革中出现的“治乱”循

环和旷日持久的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难题的改革路径和战略。

③ 1994 年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此书出版后，在学界获得了一定的肯定，张

曙光教授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书评。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外，日、俄、法、韩、越、阿拉伯地区的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相应语

言的版本，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

④ 从经济学角度探讨经济体制的内生性，这在经济学界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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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处于转型和发展期的国家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实属

罕见，堪称“中国奇迹”。第二，该著作准确地预测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潜力以及可能达

到的规模。该书预测，如果按 2005 年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 PPP）计算，中国

的经济规模会在 2015 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 2030 年超过美国。这些预测

后来都被事实所证明：2015 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公布统计数据，结果显示，中

国的经济规模 2014 年（按 PPP 计算）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三，基于比较优势

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与发展战略选择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计划

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及其结论扩展至其他转型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

发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跟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并进

一步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第四，阐释了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之间的成本差异。

该著作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30 年实行赶超战略时的经济政策给出一个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

“理性”诠释，让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耳目一新。第五，该著作对中国和苏东两种转型路径进行了

科学系统的比较，并指出“渐进双轨制”的改革与“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相比，前者能够有利

于避免持续性的社会动荡，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市场经济作用范围扩大和经济绩效

的改善。第六，按照中国经济改革自身所表现出的逻辑顺序总结了改革的历程、阶段以及各个阶

段的内容，切实地提出了未来改革的选择路径与主要任务。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

际进程与该著作当时提出的改革任务基本吻合。

现在，我们回顾这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专著，其中的逻辑框架、理论观点、分析思路以及经

济预测几乎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但是，在该著作 1994 年出版时以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在书中所展现的逻辑、分析与预测皆曾遭到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多方

质疑，被批评为过度乐观。正如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再版序言

中所说：“不仅许多人认为说中国奇迹为时过早，而且，多数学者看到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存

在许多体制的扭曲，中国的转型并未按当时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最优转型路

径，也即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而是采

取了从主流经济理论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因此，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中国即

使能一时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必然要为这种体制的扭曲付出代价，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不

可避免。” ①

在这个阶段，林毅夫教授非常重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传习。首先，他在北京大学开设

“中国经济专题”这一课程。②这是面向本科生的一门课程。课程始设于 1994 年，原为研究生课

程，1996 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本科生双学位课程以后，转为本科生课程。③到 2008 年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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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不过，当年（1994 年）

这部著作刚出版时，在学界引起的反响更多的是质疑，不仅认为提“中国奇迹”为时过早，经济预测过于乐观；而且更多的是对中国“渐进双轨

式”改革路径的否定，认为扭曲的体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这在当年为这部著作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出版座谈会上经济学家的争论中

可见一斑。不过，令林毅夫教授自豪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的 20 年里却基本沿着该书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日后，林毅夫教授谈到，

我们的预测之所以准确是因为这是根据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的本质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的后来者优势所作的分析而得

出的。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过去 30 年的改革基本按照这本书所分析的路径进行，增长的绩效也正如该书预期。

② 在每个星期五晚上的课程上，500 多个座位的教室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连教室的过道和阳台上都坐满了听课的学生，可见林毅夫教授

的“中国经济专题”深受学生喜欢。

③ 《中国经济专题》一书是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教学课程的一个小结，就像其在前言中所说的：“盼望此书的出版能和已上过这门课的

同学们重温当时上课的情景，也盼望能通过《中国经济专题》和未能上这门课的同学们进行理论的交流。”虽然事务繁忙，林毅夫教授却从不

吝惜自己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姚洋教授说过：“林老师特别喜欢讲课，他可以连续讲 4 个小时，不停顿的，如果不是学生饿了的话，他可以从

下午一直讲到晚上。”林毅夫教授言传身教的不仅仅是他的学识，还有他的理想。林毅夫教授希望学生有高远的抱负，有胸怀天下的志向。林

毅夫教授说，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可以看到国家民族复兴的希望。所以，其在书中有这样的感叹：“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其乐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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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去世界银行任职前，该课程累计听课学生已达上万，以其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完美结

合而深受广大听课者好评。“中国经济专题”表面上看似专题，本质则为对中国过去、现在与未

来经济发展机遇和挑战的一个较为系统的阐释与解读。该课程系统总结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或地区改革发展或转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提出了一个系统分析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

化的理论框架，并基于此探讨分析了中国改革、转型与发展中的成就及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

题，深刻剖析了背后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2008 年，林毅夫教授将“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的讲稿

整理成书，题为《中国经济专题》，①并获得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高度赞扬与推荐。②

其次，林毅夫教授将自己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归纳为“常无”与“本体”，强调理论的

内部逻辑严谨性以及理论推论和外部现象之间的一致性，并以此作为评判理论好坏的依据，鼓

励学生们勇于提出不同于学术界通行理论的新观点。针对学生们经常不自觉地套用现有理论来

看待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种现象，林毅夫教授主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所以特别重视经济学方法论的传授，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反复与学生们分享。林

毅夫教授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最早见于 1995 年应《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而写的祝贺文

章。他在文中提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源于对新的经济现象的观察、思考与总结。经济学理论的

重要性取决于其所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发生在最重要的国家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而中国

有可能在 21 世纪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所以出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现象与问题

就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学现象与问题。而中国经济学家在观察与理解中国经济现象时有“近水

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林毅夫教授倡导以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规范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问

题，对国内学术界提出“规范化、本土化、国际化”的倡议，并大胆预测 21 世纪有可能迎来世界级

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③

200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邀请林毅夫教授前去做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讲座。在

该讲座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用“本质特性分析法、当代横向归纳法、历史纵向归纳法、多现象综

合归纳法”来观察、分析和总结经济学现象，进行理论创新（林毅夫，2001）。这个讲座的文稿后来

被整理成文章，以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④林毅夫

教 授 对 经 济 学 研 究 方 法 论 最 集 中 的 论 述 是 2003 年 在 课 堂 上 以 对 话 的 形 式 和 学 生 进 行 的 ，

2005 年这些对话被整理成书稿《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并于 2012 年改名为《本体与常

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分别由 Cengage 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增订版）出版）。在该著

作中，林毅夫教授始终强调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和解释一个经济现象

时，不要从既有理论出发，而应该直接去观察现象、了解现象、分析现象，以此来发现现象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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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2 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该著作的英文版，并改名为“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解读中国经济》），在国外获得

了很好的评价。

②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称：“此书在很多层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两千多年来的跌

宕起伏和戏剧性复兴。它以具有分析性的资讯，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头以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林毅夫教授以他富有见地的比较优势战略

观点将中国注重实效的经济发展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

如何对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称：“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现代经济增长

的全球领导者进行巨大转变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一时代最为关键的问题。林毅夫教授是最有资格帮助我们理解这些

问题的人。在书中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以及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前景的全部而重要的视角。”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

称：“这本书对中国过去的落后根源以及后来的超凡成功进行了清晰而富有见地的研究，对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

必读的著作，一部早就应该出现的重要著作。”

③ 参见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经济研究》，1995 年第 10 期。

④ 参见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2001 年第 4 期。该文系统阐释了林毅夫教授对于如何用规范的现

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进而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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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所面临的约束、所拥有的可能选择集合，以此揭示现象产生的真正原

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林毅夫教授主张秉持现代经济学的“本体”（即理性人假说，其内涵是

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在他所可能有的选择方案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优的方案），以初生婴

儿的双眼那样不带任何过去理论和经验的“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①这样才能将自己真正培养

成既能正确运用现有理论，又能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

与转型过程中，有许多用既有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这些将会是经济理论进行

研究创新的“金矿”。

在这个阶段，林毅夫教授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前身，即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出发点，从是否遵循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角度来分析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绩效的“比较优势学说”，通过以下三次

国 际 性 的 学 术 讲 座 加 以 不 断 深 入 发 展 ， 并 做 了 世 界 性 的 推 广 ： D • 盖 尔 • 约 翰 逊 年 度 讲 座

（2001 年）、马歇尔讲座（2007 年）和库兹涅茨年度讲座（2011 年）。

2001 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 D•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前往演

讲。林毅夫教授于当年 5 月应邀做该讲座的首讲，题目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②

这是林毅夫教授首次将“自生能力”放入讲座标题。自生能力指的是一个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社会可接受的利润率水平的能力，其前提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与所使

用技术的资本密集度要与整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匹配。自生能力是林

毅 夫 教 授 关 于 经 济 发 展 和 转 型 理 论 提 出 的 一 个 核 心 概 念 ， 于 1999 年 发 表 于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的“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中文译为：政

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③将自生能力作为微观分析的基础，

林毅夫教授不仅对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战略与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且还

进一步研究了发展战略与金融、贸易、宏观稳定、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涉

及经济发展各领域的理论框架。在实证上，林毅夫教授通过构建“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来度量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程度，并利用跨国数据对发展战略与经济收敛的关系进

行了实证研究。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该理论（Lin，2003）。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在听完讲座后给出了如下的评价：根据林毅夫教授

的研究，过去 15 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都

是无用的。④

林毅夫教授于 2007 年应邀在剑桥大学做了马歇尔讲座。马歇尔讲座始于 1946 年，每年从

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中选一位担任主讲人。迄今为止，马歇尔讲座的 60 多位主讲人已有

15 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7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林毅夫教授应英国剑桥大学的邀

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成为走上这个世界顶级经济学家讲坛的第一位华人，也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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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毅夫教授经常引用《老子》中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来告诫学生们，在学习现有理论时必须秉持“常无”的心态。

② 后来，该讲稿发表在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杂志 2003 年第 51 卷第 2 期上，中文稿则发表在《经济学（季刊）》

2002 年第 1 卷第 2 期上。

③ 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 （János Kornai，1986） 提出。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由

国有产权的性质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国有企业承担了国家赶超战略的政策性负担，或者由于提供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导致预算软

约束，并认为在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加剧预算软约束而非减轻预算软约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应以消除

社会性和战略型政策性负担为前提。对俄罗斯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新结构经济学对预算软约束原因的分析和私有化效

果的预测。

④ 詹姆斯•赫克曼的评价原文刊登于讲座后第二天的芝加哥大学校报 Chicago Maroon 上。新发展理论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

“内生增长理论”，这是芝加哥大学卢卡斯 （Robert E. Lucas，Jr） 教授 1995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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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在讲座中，林毅夫教授根据自己对中国改革发展以及众多发展

中国家、转型国家的改革发展成功与失败原因的认识与理解，完整地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经济

学和转型经济学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通过构建一个三部门的数理模型来揭示要素禀赋结构、

发展战略、制度扭曲和发展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①而且使用 1962−1999 年 101 个国家的跨国面

板数据对各项理论命题及其推论进行实证检验，经验研究基本符合理论预期（Lin，2009）。该理论

体系还阐释了“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制度结构→发展绩效”

的内在联系和逻辑。此讲座内容之后被整理成书，并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2009 年出版，题

为“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Thought，strategy，and viability”（中文译为：《经济发展与转

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这本著作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五位诺贝尔奖经

济学获得者为该著作写了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②该书的思考与写作过程也为

林毅夫教授后来作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更系统地思考国际层面的经济发展

与政策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准备。

在这个阶段，林毅夫教授还提出了“潮涌现象”这一重要概念，进一步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宏

观经济理论。从 2003 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煎焦的冻鱼”的现象，即一条刚从冷冻箱里拿出

来的冻鱼放在平底锅上煎，一面已经焦了，另一面还冻着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经济上则表现为，

一方面投资、增长过热，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呈现通货紧缩。“煎焦的冻鱼”现象促使林毅夫教授

对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现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主要总结于发达国

家的现象，其暗含前提是产业结构升级时企业对于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缺乏社会共识。但是，由

于发展中国家有后来者优势的存在，其企业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更容易产生社会共识，因此

在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伴随着“潮涌现象”的发生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及一系列相关的问

题。因此，需要放松现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暗含前提，重新构建一套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

系，系统研究“潮涌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物价、货币、就业、金融、经济增长以及周期波动

的影响，作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依据和参考，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

速和健康的发展（林毅夫，2007a）。面对经济周期波动，诸多经济体都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的现

象，以中国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家电产业以及后来出现的钢铁、水泥、煤化工、电解铝和光伏产

业的投资过热及其产能过剩就是例子。关于上述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机制，林毅夫教授首次在

2007 年提出，并于 2010 年在和巫和懋、邢亦青合作的论文中通过构建博弈论理论模型进行说明

（林毅夫等，2010）。

最后，林毅夫教授还对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出路进行了研究。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

进行分析，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又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该著作从探讨现

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出发，结合中国国有企业问题，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公平竞争的市场

能够产生关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从而降低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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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质上是以《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一个数理模型，用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进行经验检验。

② 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写到：“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

国政府和企业界的理论，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

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

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

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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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认为当时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背负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其中既包括违反要

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也包括为了社会稳定而承担的吸收大量冗员

的社会性政策负担。为此，政府必须为政策性负担承担责任，因而产生了政策性补贴。另外，由

于政府作为所有者和企业作为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能以政策性负担为理由，

要政府为其经营不善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所有亏损买单，从而产生了预算软约束。林毅夫教授

认为只要政策性负担存在，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会产生预算软约束和经营的低效率（Lin 和

Tan，1999），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消除政策性负担，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一味地

强调产权及其相关的“委托−代理人”之间的道德风险是不能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尤其是大型

国有企业的问题（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教授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只有从消除国有企业面临的

不对等竞争条件入手，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才能

逐步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消除责、权、利不对等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

行为，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这才是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

（四）深化提升阶段

2008 年 6 月，林毅夫教授成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

家，这被视为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此前均由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①

自此，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核心的经济理论进入深化提升阶段。正是在

此阶段，林毅夫教授首次明确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概念，将之前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学说

升华为一个系统的理论。而新结构经济学诞生的时代背景则是 2008 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这

是继 1929−1933 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②

在世界银行就任之初，作为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就遇到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

融与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和世界银行的工作促使林毅夫教授对现有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

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关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认为这次危机来源于全球经济失衡，而解决这种失衡的措施则是再平衡政策，

也即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减少投资和提高消费；反之，发达国家则需要提高投资和

降低消费。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基本上持类似的政策观点。但是，推行伯南克“再平衡”政策

的国家（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在内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更加萧条和基本停滞的状态。然而，林毅

夫教授力排众议，提出“新马歇尔计划”，③主张发达国家应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投

资，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提高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这是发达国家走出危机的最佳办

法。林毅夫教授（2012）在《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对

上述观点进行系统的诠释，体现了全球化的视角和新的分析框架。

理论方面，林毅夫教授在其原有研究的基础上，④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一发展经济学第

三波思潮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词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 2009 年 6 月 2 日举行的世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参见林毅夫：《两历奇迹，一生求索》，《企业家日报》，2014 年 9 月 28 日。

② 20 世纪的那次大萧条催生了强调“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对传统的市场理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与挑战。

③ 新马歇尔计划，是由时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提议，为了扫除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带来的阴影而建立一个富有

“马歇尔计划”精神的全球恢复基金。

④ 林毅夫教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与其合作者蔡昉、李周基于中国经验所提炼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解释了中国增

长的奇迹，奠定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雏形；2001 年 D•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上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关键性概念“自生能力”，则并将其理

论进一步总结。在此基础上，在 2007 年马歇尔讲座上，林毅夫教授基于世界经验所提炼的著作《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将

其理论进一步模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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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高级经济学研讨会上。①此次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做了题为“新结

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的报告，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并将其视为

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后来，该文的英文稿于 2011 年发表于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的第 26 卷第 2 期，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纲领性奠基之作。更确切地说，新结构经济学是在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子学科以来的理论进展和发展中国家转型与

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基于中国

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雏形）和 2007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基于全

球视角的新结构经济学雏形）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指出第一版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主张建

设和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结构，重视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批判第二版的“新自由主义”

发展经济学主张采用跟发达国家相同的市场制度安排，重视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进而提出

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强调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产业、技术、硬的基础

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既需要“有效市场”，也需要“有为政府”。

林毅夫教授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先后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

数十个发展中国家考察，其中尤其青睐非洲，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审视这些

国家的改革、发展与转型过程，并结合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和政策层面

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2011 年 3 月，林毅夫教授应邀到耶鲁大学做著名的库兹涅茨年度讲

座，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系统地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

主要分析观点和基本理论框架，这就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新结构经济

学的理论既获得了包括十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众

多发展中国家政策界和实践界的重视。此外，林毅夫教授将其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验与访问非

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相结合，在卸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际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和《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这两本重要著作，前者

获得了包括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A. Spence）、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内的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高度赞扬，②而后者则得到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罗伯特•福

格尔（Robert W. Fogel）以及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称扬。③

如今，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在世界上引起了重要反响，受到学术界、理论

界、政策界、实践界以及众多国际组织机构越来越多的重视（Lin，2012a）。例如，欧美主流经济学

界的一些学术期刊出版专辑讨论新结构经济学，这对于国内学者所提出的理论而言，有如此高

规格的学术待遇尚属罕见。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杂志 2011 年第 29 卷第 3 期刊登了关于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以下简称 GIFF）的 9 人

参与的讨论集（Lin 和 Monga，2011）。另外，2012 年国际经济学会分别在华盛顿和南非约翰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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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林毅夫教授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一个内部研讨会。

②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A. Spence）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

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称：“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

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勾画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林毅夫教授的观

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③ 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称：“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教授将他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与 250 年来的经济理论编织在

一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罗伯特•福

格尔（Robert W. Fogel）则称：“《繁荣的求索》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

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称：“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个令我信

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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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召开了产业政策研讨会，该会议的论文成果“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 The role of government

beyond ideology”和“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I: Af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由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和林毅夫教授共同编辑成专辑出版。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在

2014 年第 18 卷第 2 期刊发了“Transition economics meet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的专辑。由于

引用率高，使得该杂志在 2016 年的影响因子提高了 0.6，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中的排名跃升了

121 位。林毅夫教授在该专辑中发表了题为“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e”的论文，成为该杂志连续两年引用率最高的文章。

2012 年 9 月 17 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了首届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来自全世界

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知名经济学者，就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从发展经济学的传承与创新、中国

经济学的责任与道路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在此次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回

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所用的探索现象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方法，以此研究我们这个时

代所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而不是套用《国富论》一书或其他现成的理论和观点来解释出现在我

们这个时代的新现象。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表象是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本质则是产业、

技术、硬的基础设施以及软的制度环境等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共同起作用才能使结构变迁得以顺利进行。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理

论框架中，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将产业技术和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内生化，这种研究范

式拓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的观点，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等不同学派加以

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并成型的第三波发展经济学理论（见图 3）。把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结构

差异性引入以后，也扩展了现代经济学中涉及经济运行的各个分支学科，包括宏观经济学、财政

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等，提高其在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能力。

重农学派重商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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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

李嘉图学派19 世纪中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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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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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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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 芝加哥学派

新结构经济学

供
给
学
派

新
奥
地
利
学
派

制度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

罗宾逊 萨缪尔森

数理学派

剑桥学派

哈耶克拉弗

亚当•斯密

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强调制度的重要性

回到亚当•斯密

图 3    新结构经济学思潮的形成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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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拓展运用阶段

2012 年 6 月，在世界银行的四年任期结束后，林毅夫教授返回北京大学，筹备创办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继续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这就开启了

其拓展运用阶段。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筹备组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正式成立

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该中心致力于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理论的自主

创新，“知成一体”地引领国际学术发展思潮和建构世界一流的旗舰型高端智库。该中心建立的

目的在于深化、推广和运用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数

据库建设、智库建设等方面做出探索和创新。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青年学子

以及迫切希望推动本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该中心希望引导他们尽早摆脱基

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系统掌握和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出一条

符合本国自身特点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之路。

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 9 月 26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强调：“各国要根据自身禀赋特点，

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同时，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南南合作圆桌会上指出，各国“要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这些正是新结构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核心理念和切入点。林毅夫教授担任

院长的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开设“新结构经济

学与政策实践”和“发展理论与政策”等课程，旨在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

高端政府管理人才，共同探索多元化发展道路。

2014 年 6 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首届夏令营，向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青

年学者推广介绍新结构经济学。2015 年 12 月，近百名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华人青年经济学家和学

子参会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第一届新结构经济

学冬令营头脑风暴集》为首届研讨会头脑风暴的精彩结集。该著作旨在勾画出新结构经济学的

核心要点、主要创新和发展前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所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夏令营和冬令营

有效地促使全社会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了更深的认识。

2016 年 8 月 21 至 22 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办，这次

会议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促使学界对新结构经济

学、产业政策进行系统的了解与反思。在此次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做了题为“避免中等收入陷

阱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的演讲。顾名思义，这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对产业政

策问题的一次系统性论述。这也是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应该

如何互相促进的一次具体运用。从学理的角度，“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者都是要尽量争取

达到的目标，而并非指现实中政府总是有为的和市场总是有效的（王勇，2016）。同时，新结构经

济学主张，“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作为前提，而“政府有为”则以“市场有效”作为依归。具体

到当下中国的情形，如果强调“有效市场”的重要性，即如何进一步完善市场，如何增强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那么学术界基本上对这些问题的共识超

过分歧；但如果强调“有为政府”的必要性，包括产业政策的重要性，那么各种争议就要远远大得

多。①事实上，就在林毅夫教授于此次复旦大学会议做关于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发言后

不久，张维迎教授就在另一个企业家论坛上明确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之后引发了全

国性的持久性的大辩论，英国《经济学家》等世界级媒体都对此争论做了报道。2016 年 11 月

9 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办了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教授之间的产业政策思辨会−“我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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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这场讨论让人们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有了更加广泛与深入的了解。

以此辩论为基础形成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林毅夫等，2018）一书于 2018 年 3 月由北

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拓展运用阶段，新结构经济学在学术和实践两个方面协同推进。

首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建模取得重要突破。鞠建东、林毅夫、王勇发表于 2015 年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的“Endowment structures，industrial dynamics，and economic growth”（以下简

称 JME 模型）一文构建了一个易于处理的动态结构模型，刻画了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决定产业结

构的理论机制（Ju 等，2015），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奠定了一个模型基础。该文对文献的贡

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在实证上整理了产业构成与发展的四个定量的特征性事实；其二是构建

了一个包含无穷多个产业的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随着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微观

层面的产业构成如何内生地演变，其中每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动态又如何进行。该模型能够同

时解释关于产业动态的特征性事实。该论文建立了宏观经济增长与微观产业结构之间通过要素

禀赋结构的渠道所发生的动态内生的逻辑联系，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模型。从新结构

经济学的视角对诸如产业政策等政府行为与政策干预进行学术研究，一种可能的有效方式就是

在上述 JME 模型基础上引入各种更加现实的市场不完美和结构性摩擦。林毅夫教授与王勇等

合作者目前还做了一系列基于这篇 JME 模型的拓展（Ju 等，2011；王勇，2018；王勇和沈仲凯，

2018），包括讨论存在马歇尔外部性时的产业政策、大国开放与贸易条件下的产业升级、非竞争性

市场结构下的产业升级等。由于产业结构会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内生的动态变化，因此新结

构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经常出现总量生产函数的函数形式会随着时间内生变化。在分析技术

上，这个特点就使得求解动态优化问题时常常会出现状态方程发生内生切换的问题。对于这些

新的理论进展以及数理建模方面的技术问题，林毅夫和王勇（2017）为“Oxford Handbook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专门撰写了一章，题为“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做了解答和总结。

其次，在新结构经济学实践方面。2016 年，由林毅夫和王燕合著的“Going beyond ai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中文译为：《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

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出版。该著作（Lin 和 Wang，2016）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

拓展其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国际援助以及南南合作领域中的应用，加深对以南南合作促进南方

国家结构转型、消除贫困、实现联合国新近达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和实例，阐释国际发展经济学的新理念、新观点，同时提出改进南南合作与全球治理方

面的新建议。该著作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必须超越发展援助，

甄别发展中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和增长瓶颈，运用南北和南南发展合作将贸易、投资优惠贷款

与商业贷款相结合，将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融资相结合，以多管齐下的方法，消除增长瓶颈，推动

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从而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Lin 和 Wang，2016）。

2017 年由林毅夫教授和塞勒斯汀•孟加（Celestin Monga）所著《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

济奇迹》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该著作（Lin 和 Monga，2017）不是固守华盛顿共识的“改

革”方案，而是向我们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和其他措施在帮助企业实现增长和创造就业中所能发

挥的积极作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产业结构，以此为基础提出了 “增长

甄别与因势利导”（GIFF）的产业政策制定框架，目的在于帮助一个具有体制扭曲和增长瓶颈的

发展中国家推动产业升级及其多样化。2016 年 9 月 16 日至 17 日，包括弗朗索瓦 •布吉尼翁

（Francois Bourguignon）、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以及

林毅夫等四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 13 位顶级经济学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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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两天的会议，讨论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发布了他们达成的共

识，即“斯德哥尔摩陈述”−被视为“华盛顿共识”关于政策制定原则的替代版。而林毅夫教授

正是“斯德哥尔摩陈述”的起草者之一。

作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致力于将新结构

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和诊断工具应用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

国外实践方面，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广泛应用于非洲一些国家与波兰等

发展与转型经济体，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吉布提、不丹、尼日利亚、尼泊尔、巴基斯坦、

科特迪瓦、波兰等国家。从 2011 年开始，林毅夫教授利用 GIFF 框架，积极推动埃塞俄比亚、卢旺

达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试行建立工业园区或经济特区与提升出口加工区等一系列经济发展

方案，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约束和增长瓶颈，采用一站式服务改善软的制度环境，通过招商引资

来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上述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人们对于非洲那些落后的、尤其是内陆国家基本上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

的普遍看法，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推动产业升级及其多样化、实现包

容性可持续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为此，新结构经济学在非洲、其他发展中国

家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①2016 年，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代表政府推出被视为“莫氏计划”的

“波兰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这个发展规划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Lin 和 Nowak，

2017）。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波兰属于高收入国家，而且是东欧剧变后转型最成功的国家。

新结构经济学在该国深受重视，实属意义非凡。

国内实践方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也发起了国家首批高端智库服务地方经济转

型升级的旗舰项目“新结构（理论）转型升级（企业）省/市/县（政府）论坛”，②其主要功能是运用新

结构经济学，围绕各地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集结当地政府与业界实践者，系统总结各

地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和现实挑战，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库咨询与培训服务，为中央及部委推广

各地的成功经验，为教学研究提供标准化案例，以期推动中国各地成功实现转型升级，提升成功

经验与失败教训的理论意义，围绕研究报告促进各地开展招商引资以及跨国、跨区域合作。迄今

为止，已与河北省河间市、吉林省、西藏自治区、广东省中山市、新疆和田地区、山西省大

同市等地建立智库联系。③同时，《新结构经济学案例汇编第一辑：方法与应用》（林毅夫等，2017）

和《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之路》（林毅夫和付才辉，2017）已由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此外，河北、西藏、新疆、吉林、上海、广东、云南、浙江宁波等地已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院进行深度合作，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分中心也逐步在各地“开花”。④

三、新结构经济学思潮与学术争论

（一）新结构经济学与前两波经济发展国际思潮之间的区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急于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在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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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 2 期； 林毅夫：《林毅夫谈流动性陷阱：推低利率政策只

会刺激资产泡》，资料来源于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Practice/201608/t20160820_254161.htm，2016-08-19。

② 该论坛是集调查诊断、理论研究、案例研究、数据库建设、政策咨询、政策培训、政策讨论、人才培养以及促进跨国跨地区交流合作于一

体的国家高端智库旗舰平台。

③ 迄今，已经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中山市转型升级案例研究》《西藏特色产业发展调查报告（征求

意见稿）》和《河间案例》等一系列智库报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④ 目前，清华大学、西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高校已建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分中心。此

外，还有近十所大学在积极筹备建立新结构经济学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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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应运而生。它主张这些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

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尽快建立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产业结构。但

是，这样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所以主张政府采取“大推动”的政策，克服市

场失灵，优先发展这些现代化大产业。由于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实践中，政府就必须给予

这些企业保护补贴，同时依靠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对市场进行干预，实施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

结果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行为，政府干预过多，经济绩效普遍不理想。这些都证明结构主义发展

思潮的失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逐渐形成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它们主

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取消政府干预，尽快建立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强调“私有化、

自由化与市场化”。对于先前由赶超战略所导致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它们则主张在转型过程

中用“休克疗法”一次性地取消各种保护补贴而迅速地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然而在现实中，实

施“休克疗法”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反而引起社会动荡，经济不稳定，导致经济绩效低下，与西方

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事实上，20 世纪末大部分转型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危机和停

滞。最终，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也以失败收场。

与这两波思潮的主张不同，中国、毛里求斯、老挝、越南以及柬埔寨采用“渐进式双轨制”改

革。其一，转型发展过程中，对于部分因违背比较优势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依旧提供一定的保

护，特别是给予那些转型期需要保护补贴的国有企业；其二，政府局部改善工业园区和加工出口

区的基础设施（硬）和制度环境（软），以使那些符合比较优势但又受到抑制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进入，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促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

这种“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在当时被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最糟的改革方案，却被实践证明

是一个务实的和正确的转型发展战略，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转型经济体由于“休克疗法”所带来

的社会动荡与经济崩溃，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体的稳定有序发展。

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国际思潮，其主张既不同于

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因为后者过于忽略或贬低市场的作用；也不同于第二波思潮的新自由

主义，因为后者过于忽略或贬低政府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既重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有效市

场），也主张充分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有为政府）。

此外，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出发点来探究决定一个经济体生产力水平和

生产方式的技术和产业的内生性，并进一步探究与产业和技术相匹配的基础设施（硬）和制度环

境（软）。上述思路来源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新结构

经济学既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和新古典的

分析方法有机结合；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弥补了现有主流理论模型所忽视

的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及其原因和影响分析。两者之间的这种结合与拓展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一国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如果

一个经济体以土地等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生产力水平则较低；如果以资本密集

型产业为主，生产力水平则较高。但是，最优的产业结构取决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当一国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资本相对短缺，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较多，因此发展资源密集型或者劳动力密

集型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工人或农民的工资水平低，距离生存线

近，因此其谈判能力较低，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资本的积累，一国进入到发达国家

的发展水平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此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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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而且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距离生存线远，其谈判能力也随之增强，在生产关系中

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新结构经济学将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变迁与新古典经济分析方法相结合，分

析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决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

系，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问题上的一个拓展与应用。

第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现有主流经济学理论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首先，当前的西方主

流经济学理论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的结构，而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其

次，当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相互的有效对话与促进

功能，而新结构经济学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失。西方主流经济学缺乏结构，或者说西方主流经济

学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参照系，这就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仅仅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

特例。这主要根源于新结构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区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

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现象，以最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参照，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查漏补

缺”，以此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完备的类似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或类似发达国家的制度安

排；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完全颠倒过来了，强调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和现象出发，总结其自身经

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根据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自身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按照比较优势把现在

能够做好的产业做大做强，渐进式地实现追赶与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是建立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其范畴涵盖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

及其变迁规律的各个方面，核心理论主要围绕经济体发展与转型以及市场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展开：（1）在发展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以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为切入点。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个

给定时点而又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探讨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硬的

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结构不断升级和完善的规律；（2）在转型或改革问题上，新结构经济

学以自生能力为切入点，指出自生能力的缺乏主要源于其所在行业并不符合比较优势。这些新

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与原理事实上在重构与拓展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金融

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此为突破口，试图更一般地、系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

法将结构全面引入缺乏“结构”的主流理论体系之中，包括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诸如经济增长、

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区域与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

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所有这些领域都可以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进行深

入拓展，从而构成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完整的学科体系。

（二）与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几次学术争论

任何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在不断地切磋和争论中渐趋成熟的。当然，林毅

夫教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学术争论应该至少包括以

下几次：一是 20 世纪初林毅夫教授与杨小凯教授之间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二是与

张维迎教授之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政策的辩论；三是与田国强教授之间关于“有为政府”

与“有限政府”的学术争论。这些学术辩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独特之

处，同时也有助于新结构经济学本身博采众长。这里，我们对这些争论做一个回顾。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这次争论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关

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的洞见，也最具理性精神的论辩。1999 年 12 月

11 日，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介绍了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类差

异性观点。之后，在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胡永泰和杨小凯 2003 年合作的一篇论文中

（Sachs 等，2003），他们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

国家，尽管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多年里经济发展很成功，但并未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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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虽然当时看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其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因此俄

罗斯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2002 年 12 月，杨小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

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后发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后发国家

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

内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可持

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具有“后发劣势”。①其实，林毅夫与杨小凯的争

论主要是关于“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孰优孰劣”之争。到底是应该采取“休克疗法”的激进

式改革将各种制度体制扭曲皆一次性消除掉之后，再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

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②对此，杨小凯主张落后国家在改

革转型过程中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而克服“后发

劣势”，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到建设理

想的制度体制之后再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但是，现实并非如此。例如，苏联和东欧国

家不仅没有实现类似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还出现了比中国更加严重的腐败和收入不平等

问题。

与杨小凯主张后发国家应该先推行共和宪政，③等宪政建立起来以后再发展经济以克服“后

发劣势”的观点不同，林毅夫教授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有必要不断地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行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完成宪政体制改

革以后才去发展经济。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发展表面上看是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本质则是劳动

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及其多样化的结构变迁过程，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

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来者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改革和完

善制度。林毅夫教授同时认为，由于过去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型中的国家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

比较优势，且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在转型过程中以渐进双

轨的方式来改革，既要保留适当的扭曲，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

的保护补贴（转型时期），又要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准入，这样经济在转型期

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林毅

夫教授在强调发挥“后来者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

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而中国

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也不能证明“后发劣势”观点的正确

性。根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发现，在那些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并推行

“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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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小凯所谓的“后发劣势”不是指发展中国家所拥有制度的落后性或扭曲性，而是指发展中国家不先学习先进的制度，而先去利用与

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发展经济，延后制度学习。他将此种情形称为“后发劣势”，因为他认为，如果不先进行制度变革，将导致国

家机会主义，经济的最终崩溃也就不可避免。

② 王勇（2015）构建了一个内生制度改革的动态增长模型刻画“休克疗法”与渐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条件，并首次严格模型化了中国渐进

式改革的倒逼机制。

③ 对此，Sachs 等（2003）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他们认为日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金融危机就是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改

革的后果。但是，美国在 2008 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没有实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而在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

等方面同样出色。并且，斯密在《国富论》中记载了英国 18 世纪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哈佛大学 Glaeser 和 Saks（2006）的研究也发现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腐败普遍化程度不比当今中国的低。这些事实证明，杨小凯认为英美式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是理想化的，而在

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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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存在，而且和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①上述观点曾在《中国的奇

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

榷》《解读中国经济》《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

政策的理论框架》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和著作中进行过相关论述。

其次，林毅夫与张维迎之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②这次争论最早可以追溯至 1995 年

的“北京大学交火事件”。③该争论的本质在于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出路。其中，张维迎

（1994）借助现代企业理论，从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出发，认为负责经营决

策的人理应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这样才能保

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为此，国企改革的出路是私有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

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林毅夫教授（1997）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

人”之间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是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环

境中设立的，其背负着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以及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

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在具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

了预算软约束。这样，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于奏效，尤其当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

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进行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同时，林毅夫教授认为，享有剩

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国有或民营企业都同样

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

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

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即使垄断的大型民营企业也无法解决委托−代理的道德

风险问题。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

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基础上，中小型国有企业以

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Lin 等，1998；Lin 和 Li，2008）；而大型的企业，则不管

国有或民营，如果经营得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

至破产。④基于此，林毅夫教授主张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和体制性制度扭曲方式对

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生产要素市场，建立与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

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⑤对于极少数与战略性国防产业相关、资本技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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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中，林毅夫教授分析、预测到，由于中国推行了双轨渐进改革，以压低

各种要素价格或市场垄断的方式给予那些违背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以保护和补贴，那么就会创造制度租

金，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双轨制改革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

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虽然苏联、东欧国家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

造成的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或者，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所需而不愿让其破产，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

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结果，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就比中国还更严重。因此，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

没有共和宪政改革，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② 参见林毅夫：《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资料来源于 http://www.rmlt.com.cn/2014/1022/332723.shtml，2014-10-22。

③ 1995 年 6 月 6 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与张维迎就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被外界称为“北京大

学交火事件”。

④ 林毅夫教授主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更重要，但是这并不是主张把所有大型企业都国有

化。从实践来讲，中国则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已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现

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有不少还成为上市公司。并且，由于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

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装备、汽车等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

⑤ 从“垂直结构”的角度，王勇（2017）指出了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游产业并且垄断，而下游产业以民营企业为主而且接近

完全竞争。如果单纯将上游国企私有化而不改变其行政垄断，则无法实质性推进整体经济及绩效的改善。因此，降低上游产业的市场准入壁

垒，引入更多市场竞争更为重要。参见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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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密集的国有企业，虽然违背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政府应该跟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进行直

接补贴。①

再次，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这场争论至少可以追溯至 2014 年暑期在复旦

大学召开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学术追思会”。2016 年 8 月，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中心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

做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的主题发言，强调了产业政策的重

要性。而张维迎教授（2016）则在另一个场合针对产业政策做了非常不同的论述，认为应该废除

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②这逐渐引发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大讨论。2016 年 11 月 9 日，林毅

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在北京大学举行“产业政策思辨会”，主要围绕政府是否应该实施产业政策

而干预经济发展进行辩论。其中，林毅夫教授强调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市场失灵是必然存在

的，政府应该积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张维迎教授则认为市场本身不会存在

失灵，经济发展应该依靠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政府的作用只会使原本不会失灵的市场出现

失灵。产业政策的争论焦点为产业政策的定义和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实施，这涉及有为政府、市场

失灵、比较优势以及企业家精神等方面。

第一，在产业政策定义争论方面，③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

在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采取的政策。而张维迎则从相对狭义的产业政策定义出发，认为产业

政策是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

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

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第二，在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实施方面，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应该

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有效市场是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技术

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必然会有市场无法解决的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需要协调的问题，因此

政府应该按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需要来克服市场失灵。张维迎则认为产业政策是“穿着

马甲的计划经济”，人类的认知能力基本不能预判技术进步的未来方向和创新点，对特定产业扶

持的产业政策并不能起到产业升级的作用；相反，产业政策不但会扭曲激励机制，还会导致企业

家对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为此，张维迎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

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林毅夫则认为产业升级并非不可认知，根据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可

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分成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

和战略型产业。对于前四类产业，企业家都已经进入，政府能够帮助企业家解决自身所不能克服

的软硬基础设施协调失灵的外部性问题；而第五类产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家在没有政府

补贴的情况下自己不会进入，但其发展方向是清楚的，政府因此可以根据国防安全和国家整体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践与张维迎的主张一样，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上都按现代企业

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的

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的情形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 20 多年前林毅夫

教授（在和张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目前它们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更多而不是更少了，效率是更低了而不是更高了。并且，

就经济整体表现而言，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以及在“独联体”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则都是没

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② 2016 年 8 月 19 日，张维迎在第十三届中国汽车营销首脑风暴上发表“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主题演讲，提出了“废

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的观点。参见张维迎：《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资料来源于 http:/ /news.hexun.com/2016-08-

20/185621729.html。

③ 参见冯彪、周程程：《林毅夫 PK 张维迎：我们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资料来源于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11/15000141_0.shtml，

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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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来选择。第三，张维迎认为即使没有国家战略引导，企业家仍能够在市场中自发找到

核心竞争力。林毅夫则认为即使在发达国家，企业家自发寻找的核心竞争力只是表现在可以申

请专利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方面，但是，企业家缺乏积极性去进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所

需的基础科研。可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将是无源之水。然而，由于政

府可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有限，政府对基础科研支持的配置就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

发展方向，也就是企业家所能在市场上自发找寻的核心竞争力方向，因此，发达国家其实也是有

产业政策的。①这场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知识界和政策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研

究与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澄清社会大众与学术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主张的种种误解。

最后，与田国强教授之间关于“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学术争论。新结构经济学中的

“有为政府”主张政府积极有为，其与第二波经济发展思潮的主张不同。基于此，有人批评“有为

政府”就是在一味地为政府的所有干预进行“背书”和发声，这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误解。其中，

反对“有为政府”的一位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田国强教授，他（2016）不断批评“有为政府”没有限

制政府干预的边界，批评“有为政府”的理念会动摇甚至阻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进而提

出应该提倡“有限政府”。同时，田国强教授（2016）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含义与外

延，以及相关理论逻辑也提出学术性的批评与质疑。林毅夫教授（2016d）和王勇（2016）分别撰文

予以回应，认为这些批评主要是因为对“有为政府”的概念和内涵不了解，甚至望文生义，没有理

解清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乱为”和“不作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林毅夫教授对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关系的表述如下：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所以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作为前提，但是，

因为政府也可能越界，所以政府有为则以市场有效作为依归；如果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不去克

服，则是政府“不作为”，如果政府的干预超过了“市场有效”，则是成了“乱为”（王勇，2016；王勇，

2017a；王勇，2017b）。②

四、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会上，林毅夫教授提

出以理论自主创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议。③林毅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出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1978 年，中国是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非

洲国家平均水平 1/3 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

家。在中国经济的奇迹式增长的背后，作为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国家必然存在各种制度上的体

制与机制等问题。但是，国内有不少人仅看到这些体制与机制上的问题而对中国的道路和制度

缺乏信心，只看到中国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④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偏差，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缺乏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自主理论创新是有

一定关系的。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按激进式的

“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消除各种制度体制扭曲，实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按照上述理论进

行转型的国家大多出现经济崩溃、停滞，甚至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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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讨论的细节可以参考林毅夫等：《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 后来，王勇和华秀萍于 2017 年在《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对此做了详细的澄清与系统阐述。参见王勇、华秀萍：《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

“有为政府”的内涵−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经济评论》，2017 年第 3 期。

③ 参见林毅夫：《以理论创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新湘评论》，2016 年第 11 期。

④ 国内有部分学者常常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认识出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甚至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中存

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进行改革。

•  30  •



家，推行的却都是被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的双轨渐进的改革。①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没有照搬

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而是以双轨渐进的务实方式不断深化改革，逐步

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缘何少数实现成功转型和发展的国家都违背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其

根源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条件存在差异。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是

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条件为暗含前提，如果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则会出现“淮南为

橘，淮北为枳”的缺憾。作为转型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为相同的经济

基础和经济条件，面临相同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不仅能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还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贡献中国

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团队与其所引领的学术界同行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研究中

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而总结出来的，正在逐步充实完善，渐趋形成一

个新的关于发展、转型、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②下面举例说明新结构经济学

与当前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差异性和创新性之处。

首先，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是新结构经济学在反思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林毅夫等，

2009；Lin 等，2013）。③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而这种产业所需要的资

本规模与生产活动的风险特征具有差异性。发展金融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不同的

要素禀赋决定了不同的产业结构，最终决定最优的金融结构。现代金融理论是基于发达国家的

现实而非发展和转型国家的现实而发展起来的，是以发达国家为基础参照系建立起来的金融制

度安排。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一定时点是不变的，但是随着时间是可以

变化的，其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也是可以变化的，最优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形成对金融结构服

务的特定需求；而适合金融结构的安排在规避风险、动员储蓄乃至分散风险等方面具有一定的

优势和劣势。例如，作为间接融资的地区性中小银行更适合收入较低的阶段，而大银行和资本市

场更适合高收入阶段。为此，最优的金融结构内生于产业结构及其要素禀赋结构，发展中国家的

金融结构应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来设计，而不能一味地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或金

融制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提出在主流金融学界起到了一定的扭转作用，改变了国际主流金

融学界只重视金融深度而忽略金融结构的看法。目前，国际上已经有著名的金融经济学家用经

验数据来实证检验此命题（Demirgü-Kunt 和 Levine，2001）。

其次，关于“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当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周期理论中，凯恩斯主义的理

论主张政府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熨平经济周期；④而理性预期理

论认为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最终并不能增加总需求，而只能提高政府的赤字，也不能

真正地熨平经济周期，出现所谓的“李嘉图等价”，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在经济衰退或者萧条

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在总结经济周期和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林毅夫于 2009 年 2 月开始提出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也即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周期较快，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的建设，在经济衰退和萧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少数几个经济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一些

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但这种发展战略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

② 参见林毅夫等：《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头脑风暴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③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是林毅夫教授关于比较优势、自生能力和经济发展战略思考的一个自然延伸。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促进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和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成长。而金融体系及其运行对于资源配置的途径和效率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④ 例如，支持投资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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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期，政府更有责任投资基础设施以消除增长的瓶颈，这样短期能够提高总需求和就业，长期则

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弥补政府在衰退或萧条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导致的赤字，这是一个

多赢政策（Lin，2009b ；Lin 和 Doemeland，2012）。如今，这个观点正在被包括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内的众多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以及政府部门与国际机构所接受。①除了财政政策之

外，在货币政策方面，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深陷“流动性陷阱”的国家，货币政策的作用非常有

限，这主要源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世界的前沿，这导致衰退或萧条时的发达国家经常会伴随

产能过剩，因此推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只能影响通货膨胀和刺激资产泡沫。②而新结构经济学则

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够避免“流动性陷阱”，这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持续进行，

即使在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形下降低利率也能够促使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级。

因此，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工具比发达国家运用得

更广泛。此外，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具有中性效应，即货币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没有作用的。

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非中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如低利率政策）能够刺激企业家不断地进行技

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积极性，长期而言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Lin 和 Zhang，

2011）。

最后，对“卢卡斯谜题”的新阐释。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从资本回报率的角度分析了资本由

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缘由，认为这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较高；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则发现现实中资本却是由发展中国家

流向发达国家的（Lucas，1990）。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提供新的阐释：如果

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产业政策存在较多的扭曲，同时国内的资

本回报率也会较低，这样资本较容易外逃到发达国家（Lin 和 Hartley，2014）。

五、新结构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

在于改变世界。”理论的作用也是如此。唯有真正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能够称得上帮助

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主张“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林毅

夫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知成一体”。他认为，社会科学中单纯的“行”尚不够，并不足以

称为“成”，而是只有当“行”（根据理论所采取的行动）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把事情做“成”，才能

说这个理论（“知”），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了世界，所以是“知成一体”。从而更加明确地提出，包括

新结构经济学在内的新发展理论体系的目的在于让我们帮助家庭、企业和政府等决策者理性行

动而实现改造世界的预期目标。

理论上讲，作为第三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体现了从比较优势到产业政策再到

有为政府这一较为严谨的逻辑体系，在实践上则基于对世界各国的实践和案例的系统总结而提

炼出了 GIFF 框架和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方法，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方式

具有显著的现实指导意义。GIFF 框架指出，有为政府在因势利导产业升级时要针对具有潜在比

较优势的产业，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消除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增长约束。这

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的差异性，不同行业所要求的基础设施是

不同的，具有专用性和非专用性基础设施之分，而政府需要解决非专用型基础设施这一部分；另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的要素扭曲或制度体制的不健全，政府需要建立工业园区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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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4 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经济下滑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

② 2008 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后出现的情形即为如此。

•  32  •



区以创造良好的制度软环境，最终发展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①

在实践应用中，根据后发国家现有产业和国际前沿技术的差距以及新技术的特性，新结构

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可以直接应用的“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方法”，以指导不同类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制定。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一方面可以根据现有产业和国外发达国家相同产业的技术差距来

识别这类产业，帮助国内已经进入这些产业的企业克服其在并购、设立研发中心或购买专利等

引进、消化与吸收技术上的瓶颈与障碍，另一方面也可以分析后发展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

品，从中选择适合当地生产的产品，然后以招商引资或培育当地企业的方式来发展该产业；第二

类是领先型产业，这类产业的技术已经处于或接近世界前沿，其发展只能依赖自主生产和技术

研发，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设立科研基金、设立共性技术平台、政府采购和协助其开拓海内外市场

等形式，支持企业保持其在该产业的技术领先地位；第三类是转进型产业，即已经失掉比较优势

的产业，政府可以协助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或帮助其“抱团”转移至符合自身比较优势

的地区；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产业，即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相对较短的

产业，对于此类产业，政府应该在保护产权、鼓励风险投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等方面发挥帮助

作用；第五类是战略型产业，此类产业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尚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关系国防

安全或是未来的产业技术走向，应由中央政府承担起补贴责任，但地方政府也可以创造有利条

件争取在当地落地，以带动当地配套产业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倡导以南南合作为基础的超越发展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各种

多边、双边国际组织或机构，其目的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摆脱“贫困陷阱”。其

间经历了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现代化大工业的早期援助到重点帮助发展

中国家建立现代化市场制度的中期援助，再到重视教育、健康等人道主义的后期援助。上述北南

合作援助项目并未让受援助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发展，而且还有部分受援助的发展中

国家尚处于“贫困陷阱”之中。其原因在于援助国总是以自身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系来设计援

助项目。相反，21 世纪伊始，中国、巴西、印度以及其他在结构转型方面有所超前的新兴经济体

所提供的无偿或有偿的援助项目，其目的在于帮助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消除结构转型中的瓶

颈，按照受援助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完善硬的基础设施

和软的制度环境，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摆脱受援助国的“贫困陷阱”。这种南南合作的援

助模式是以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其思路是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参照系（以要素禀赋及

其结构为切入点），先关注自己所拥有的（寻找与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其基础上寻

找其能够发展的路径，从而最终帮助发展中国家做大做强，实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有两本新结构经济学的著作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上述思路做了详细论述。第一本是《超越发

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9 月第 1 版）。该

著作以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论分析框架，既探讨了北南合作援助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的原因，也

分析了南南合作实现多赢的经济基础，提出了南南合作与改进国际双边、多边援助的建议。此书

首次提出为了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必须实施超越发展援助的

南南合作，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潜在比较优势和增长瓶颈的甄别与消除，运用北南合作或南南合

作将贸易、投资、各种贷款相结合，将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相结合，多管齐下，消除

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从而摆脱“贫困陷阱”，实

现互利共赢以及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本著作名为《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参见朱富强：《如何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 GIFF 框架：内在逻辑、现实应用和方法论意义》，《人文杂志》，2017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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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 5 月第 1 版），该书以充满诗意的语言和富有寓意的故事回顾了近

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历史，并通过扎实的研究得出结论：即使在物质和人力资本匮乏、

制度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与转型也有可能发生。这一结论颠覆了以往关于成功发展总

是基于一定先决条件的传统经济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为整个发展中世界提供

了实现繁荣的“路线图”。

目前，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内部，有一支专门从事国内和国际政策研究的智库

队伍，旨在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包括之前提到的 GIFF 与五大产业分类处

理方法，为国内各部委、各地区以及国际上各个不同国家提供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等

方面的政策建议，真正践行“知成一体”的学术理念。

六、结　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的家国情怀。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

国的知识分子始终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路上。从第一代知识分子（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等为代表）所推动的以学习西方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到推动君主立宪和民主体制的第

二代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从高举民主与科学的第三代知识分子（以陈独秀、李

大钊和胡适等为代表）到“五四运动”时期进入大学而在毕业后参加抗战和内战的第四代知识分

子，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大学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五代知识分子再到 1978 年改革

开放后进入大学而后参与改革开放事业的第六代知识分子，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在努力为中华民

族的复兴而探索和奋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或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自己国

家的工业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长期并未摆脱“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①到

目前为止，尚未有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而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而发展成功的经

济体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是出口导向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优先发展，而非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所主张的优先发展进口替代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

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制定发展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则在早期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后，出现增长停

滞，并危机不断，最终陷入所谓的“迷失的二十年”（Easterly，2001；Lin，2015；Ostry 等，2016）。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转型中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毛里求斯等国家，采

取的是“双轨渐进式”改革，而不是以“休克疗法”推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华盛顿共

识”，按“华盛顿共识”推行改革的转型国家则出现经济崩溃、停滞，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比转型

前更高。理论来自于现象，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套用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

难免有“南橘北枳”的困境。为此，只有根据中国国情和成败经验与现象所总结的理论才能真正

推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鉴于发展中国家条件的相似性，总结于来自

中国的理论创新能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唯有这样的理论创新才能

真正地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和谱写中华文化新史诗，也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享

和共赢！

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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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20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到目前为止，仅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变成高收入的经济体，中国大陆到

2025 年可能成为第三个。在 1960 年的 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 2008 年也只有 13 个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其中 8 个是原本差距就不大的

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石油生产国，其余 5 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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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年

均增长率接近 10% 的高速增长，脱贫人口达 7 亿，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和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前所

未有的奇迹，这与林毅夫教授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早年所做的预测是一致的。①作为转

型、转轨、发展以及开放大国的中国，出现了许多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且随着中国经济地

位的提升，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由林毅夫教授及其团队倡导与发展的新结构经济学

是以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的观察与研究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石，

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

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内生差异性与重要性，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同时，我

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而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团

队，未来将继续怀有“常无”的心态，坚持开放和包容并举，秉承“知成一体”的理念，不断探求经

济新现象、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求不断完善、深化、丰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 作者作为林毅夫先生的弟子，谨以此文庆祝恩师回国从教三十周年。本文曾在北京大学“未名经英学术

论坛”等会议上进行宣读，并且作为 NSE 工作论文（No.C2018007）已经公布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

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上。作者感谢林毅夫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感谢华秀萍、陈曦、付才辉、赵祚翔、颜建晔、沈

艳、丁靖、朱兰、胡巧玉、吴景峰、孙艳峰等人的评论和建议；也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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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How It Comes into Being and
Recent Progress — Celebrating the 30th Teaching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Justin Yifu Lin

Zhao Qiuyun,  Wang Yong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Summary: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chieved miracu-

l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n annual GDP growth rate close to 10% on average. This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s unprecedented in the entire human history. At a meeting with leading Chinese experts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n May 17，2016，General Party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an era of tremendous social changes must be also an era of great development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

ences. He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could flourish with important in-

novations in theory.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NSE hereafter）is such an attempt to develop an innovat-

ive and independent theory. Based on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NSE，guided by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adopts the modern research approach of Neoclassic-

al Economics and highlights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economic structures”. NS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third wave of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history how NSE，as advocated by Justin Yifu Lin and his

collaborators，has come into being，and also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recent progress of NSE in both the-

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The second part is to di-

vide the development of NSE into five stages：early germination，preliminary formation，systematic interpreta-

tion，deepening and expansion，and real-life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progress in each stage is

carefully reviewed and assessed. In the third part，we discuss how NSE emerges as the third wave of develop-

ment economics，how it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two waves，and several academic debates on NSE. In the

fourth part，we illustrate by specific examples how NSE provides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analyt-

ical angles from the currently dominant theories. In the fifth part，we explain the core philosophy of

NSE—“Knowing and Achieving Be One，Achieving Verifies Knowing”，and show how this philosophy is

hardwired in the new framework and new ideas in policy practice of NSE. The sixth part is a summary.

　　Researchers of NSE should cherish a “CHANGWU” mentality，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openness and

the concept of “Knowing and Achieving Be One”. Researchers of NSE should never stop exploring new eco-

nomic phenomena，new situations，and new problems and should keep improving，deepening and enriching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SE.

Key words:  comparative advantage；  viabilit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knowing and achieving

b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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